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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与金融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陈雨露 

摘要：现代文明是历史的投影，一个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也不会有未来。新文化运动以

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不绝于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但“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始终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的象征体系。随着通识教育再次进入高等教育视野，传统文

化成为其重点内容。具体到金融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

返和‘漫游’的人才”。在学习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探索和发展根植于中国文明

的金融学教育模式。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疑问会

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

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

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

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

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

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

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 世纪席卷欧

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

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

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 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

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

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 年蓝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

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

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

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中心论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

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

四运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

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 1902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

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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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

了上述原则，1929 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

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

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

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

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一）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

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

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

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

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

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

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

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 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

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

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

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

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

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芝大要

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三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

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

作精神。20 世纪 90 年代芝大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

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 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

两个班，每班 20 人，每周两次各 80 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二）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

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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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

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 

4524 市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

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

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

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 16 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

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

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

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

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

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已，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之间。

昨暮予梦坐于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

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

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进仕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

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

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

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

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

（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

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

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

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

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

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

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

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

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

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

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

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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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 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

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

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

原则。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

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 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

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

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 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

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

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

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

“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一）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

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

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

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遵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

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

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 年美

国股灾、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

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后 MM 定

理、VaR 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

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

“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

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

定与执行等。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

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

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

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 世纪 70 年代后“商学院

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

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

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

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 30 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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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二）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

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

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

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

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

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

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

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 M2/GDP 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 世纪 90 年

代中国 M2/GDP 突破 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

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西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

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

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 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

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

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

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

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

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

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

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

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三）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

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

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

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

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

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

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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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

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

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

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

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

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

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

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

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

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

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

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

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

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

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 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

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

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

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

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

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

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

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

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

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

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

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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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

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

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

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

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

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

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

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 

一流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必定是国际化的，也必定拥有一流的学者团队，这就不得不提及

人才培养与引进。在培养师资方面，引入具备良好国外教育背景的微观金融教学力量是学科

建设重点。教师良好的文化素养也很重要，只有教师本人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才能在专业教

育中延续通识教育理念，使学生以中国文化视角审视西方金融理论。国际性学术交流也是提

高金融学教学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我们不但要

“取法其上”，而且要让中国金融学教育直接成为“其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成为中国金融学教育的根基，中国金融便为投资机遇而存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永不泯灭的光辉。在回归中超越历史，这将是中国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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